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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力与制度限制:
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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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提要:本研究以社会运动理论为基本视角 , 通过对目前中国城市中普遍
出现的中产阶层市民组织化维权运动之现状及问题的描述和分析 ,探讨市民

组织化 、行动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
变路径作出说明。作者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的维权运动中表
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 , 而对市民自主组织的政治 法律限制已构
成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和社会发育的制度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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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说明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组织化维权运动的考察 ,探

讨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中市民组织化 、行动化的实际状况及其主要影响

要素 ,进而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路径作出相应的说明。

(一)本研究脉络中的“都市运动”

关于 1949年以来中国国家 —社会关系的演变模式 ,一般认为 ,单

位制和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主要的制度依

托 ,或者是“国家吞没社会”的主要容器 ,如今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

单位制的萎缩 ,以及市场经济的形成 ,个人在经济上 、政治上完全依存

于国家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 ,中国的社会成员已经或正在从国家的控

制中摆脱出来 , 而经济改革的冲击 ,更催生了“中间领域”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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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 1996:203)。

但是 ,从国家 —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社会”的变迁 ,需要对

“社会”所包含的结构性因素作出具体的分析。作为规范性的界定 ,一

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 ,作为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市民社会),其基

本的结构性因素包括私人领域 、志愿性社团 、公共领域 、社会运动(何增

科编 ,2000)。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社会框架下的`社会' 主要由五

个部分构成 ,即个人 、志愿性社团 、公共舆论 、̀ 市镇' 和社会运动”(常宗

虎 ,2003)。关于社会运动的起因和性质 、功能 ,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阐

释 ,如结构功能主义的集体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病态社会的征兆

及表现 ,大众剥夺说认为社会运动是革命爆发的温和形式 ,而资源动员

理论则认为社会运动只是现代社会政治过程的一部分 ,是政治参与的

创新形式(Mamay ,1995)。

在近年来有关“维权” 、“上诉” 、“第三部门”(社会团体 、NGO)、“利

益表达” 、“集体行为”等的经验研究成果中 ,关于市民的组织化 、行动化

倾向 ,已经可以看到大量相关的情形描述和问题分析 。虽然自 2003年

开始 ,舆论界不乏“维权运动” 、“新社会运动”之类的措词运用 ,但总的

来说 ,“社会运动”概念还较少进入经验研究者的视野。在本研究中 ,笔

者尝试把城市居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行动纳入“都市运动”范畴 ,意图

之一 ,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界定和认识市民抗衡权力的组织化的集体行

动的性质及意义 。① 这是基于对目前城市中市民组织化维权行动的实

际情形的判断 ,以及对这一类行动在城市社会中所具有的影响及意义

的认知。②意图之二在于方法论的尝试。在有关“维权” 、“集体行动”

等的既有研究中 ,研究者的关注焦点 ,或者多集中在个体的或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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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近年来 ,转制企业职工 、下岗工人 、征地农民 、动迁居民 、利益受损业主 ,以及一些特殊社
会群体(如上海的回沪新疆知青群体)的以“政府” 、“组织”为诉求对象的组织化行动已相

当普遍 ,行动群体之间已经形成一定的网络联系 ,而且市民的维权运动也在各种舆论平
台上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和道义声援 ,在一些城市 , 行动者已经与知识阶层等形成了

某种推动制度改良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 ,仅以“集体行动”概念已不足以说明这类事件
的性质和意义。但由于目前市民的这一类组织化行动的宗旨大多只涉及具体的群体性

利益问题 ,较少直接指向区域社会 、城市社会的一般性问题(如城市 社区自治 、市民权 、

城市规划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参与等层面的问题)或明确的制度改革 、社会建设目标 ,其
规模及形式也较少波及公众社会 ,所以笔者在本研究中未采用“市民运动”或“社会运动”

概念。本文所采用的“都市运动”概念 ,系受清华大学沈原教授的启发,谨此说明。

一般认为 ,组织化和斗争性是“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群众在与
精英 、对立者和当局的不断相互作用中 ,以共同的目标和社会团结为基础发动的集体挑

战”(西德尼·塔罗 , 2005:6)。



“行动”上 ,或者侧重于“结构” 、“制度”的分析。这样一些视角 ,对于个

体—社会—国家关系的研究会构成一定的限制。笔者以为 , “社会运

动”的相关理论 ,特别是资源动员理论等所蕴含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 ,

以及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等 ,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应的二元论式局限 。笔

者试图通过对都市运动中中产阶层市民的行动选择与运动效果的考

察 ,来分析社会成员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独立或依存关系 ,及市民组织化

和参与政治过程 、抗衡权力的实际可能 。

(二)“中产阶层”在本研究中的意义

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中产阶层”概念泛指一般意义上

的城市中等阶层 ,特别是以新兴商品房住宅区和原城市中高档住宅区

的业主 、居民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 。由于本文并不对中国城市的阶

层结构以及本研究对象群体的经济收入 、职业声望 、权力地位及阶级意

识等展开分析 ,因此本文的“中产阶层”概念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作为

理想类型的)“中产阶级”概念。但同时 ,本研究的“中产阶层”概念蕴含

有目前中国学术界有关中产阶级问题讨论的某些问题 ,作者将从本研究

的具体角度出发 ,对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属性等问题作出相应的回应。

在对现当代中国人的利益表达愿望及行动选择所作的各种分析

中 ,民众素质说历来引人注目:低素质的民众缺乏表达利益 、参与社会

的能力 ,这一向被解释为现实中国政治 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在对

目前国家 —社会关系的判断中 ,认为国家已经或正在从许多领域退出 ,

而“社会”迟迟难以成形 ,这主要缘于中国民众缺乏权利意识和相应参

与能力。这样一种观点 ,在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

笔者前此曾以城市贫困阶层为对象 ,研究市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及

机制 。城市下层普遍存在的“不表达”或“表达无效”现象确是需要进一

步说明的问题。① 我们不妨将“权利意识”和“行动力”假设为基本的变

量。但是 ,这样的假设需要验证。也就是说 ,在作为行动者的贫困群体

的素质与他们的行动选择 、行动效果之间 ,需要导入其他的要素来检

验 ,才能确定其相关性的存在 。基于对“阶层”维度在市民组织化 、行动

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思考 ,笔者在本研究中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要考

察对象 ,希望通过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行动的比较性研究 ,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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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笔者 2003 、2004a 、2004b几篇研究报告和论文。



市民的行动力与制度限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假设中产阶层在权利

意识和行动力方面都居于贫困群体之上 ,从而来检视在中产阶层的“素

质”与他们的行动选择与行动效果之间 ,是否存在类似的相关? 或者是

否存在其他的重要因素?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作为在“中国市民社会”想象中具有特殊地

位的一个阶层 ,中国的中产阶层经历了从倍受期待到倍受质疑的过程 。

本来 ,“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 、社

会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和希望 , ①但近年来人们开始对中国正在形

成中的中产阶级表示失望 ,学者们也开始质疑中国中产阶级的本质属

性和角色地位 , ②尤其是中产阶级与权力 官员之间相互依赖的利益关

系 ,以及政治上的保守性(周晓虹 , 2002)。在本研究中 ,笔者希望通过

对处于特殊情景(遭受开发商与政治的权益侵害)中的中产阶层的考

察 ,了解他们行动选择的内在逻辑 ,及其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依赖 冲突

关系的展开路径 。笔者认为 ,这样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在中产阶级研究

中避免概念化或本质化的倾向 。同时 ,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国家

权力系统对于新兴阶层的整合机制 。

二 、中产阶层的行动选择 、运动效果及其影响要素

(一)关于权利意识和行动力

关于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 ,论者多强调运动参与者和

社会 、国家等多方面的因素 ,如梅尔塞认为 ,集体行为 、社会运动和革命

的产生 ,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

性诱因 ,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 、剥夺感或压迫感 ,概化信念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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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何清涟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依附于政治权力 ,且“没有群意识” 、“没有参加公共事物的管
道和能力”。(http:  club.cat898.com newbbs dispbbs.asp? boardid=24&id=728732:何清涟:

“中产阶级能够改变中国吗 ?”)

一般认为 ,经济迅速发展会给社会结构带来极大变化 ,从而造成中产阶级的力量壮大 ,这
一变化促进了东南亚各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李志东 , 2000)。也有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的

发展将给集权的东亚国家带来民主政治 ,并将这样一种趋势称为“东亚模式” :“另一种模
式渐为流行而被称为东亚模式 ,也就是由集权政府主导经济改革 ,首先赋予大众经济自

由 ,在经济发展 、市场民主的氛围中 ,产生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 ,然后因中产阶级的成长 ,
导向政治民主的实现”(William Overholt , [ 1993] , “The Rise of China: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W.W.Norton] ,转自高峥 , 2002)。



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 ,有效的运动动员 ,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 。

而梯利的“动员模型”论则强调成功的集体行为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 ,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 ,社会运动的动员能

力 ,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 ,政治机会或威胁 ,社会运动

群体所具有的权力。另外赵鼎新认为 ,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

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因素:变迁 、结构 、话语 。

这里的“结构”包括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 ,以及社会结构及其社会

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 , “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 、参与者的认

同 、口号或话语策略 、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

化 ,等等(赵鼎新 ,2005)。也有研究者指出 ,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因

变量)的主要的影响因素(自变量)有三个方面:怨恨的生产和解释 、积

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涉及到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动员结构 ,以及战术和

战略的选择)、潜在参与者的选择模型(他们对收益和成本的计算),其

中参与者的选择模型又分别受到政治机会结构和对成功的预期的影响

(刘能 ,2004)。

笔者认为 ,社会变迁及其导致运动发生的事件等均属于社会运动

的背景因素 , ① 而怨恨(或剥夺感 、压迫感)、概化信念及相关的话语 ,

则可被理解为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包括对受侵害的权益以及表达权

利的自觉)。行动者的权利意识是影响他们的不满程度和行动选择(忍

受或抵抗)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构成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除此以

外 ,社会成员的行动力及阻碍运动的国家控制力则构成了另外两个最

重要的要素。关于行动力 ,笔者认为 ,它主要包括行动能力(组织 动员

 博弈能力)和行动者拥有的可动员资源这两部分内容。而国家控制

力 ,对行动者而言 ,主要意味着法律的空间和政治的机会 威胁 ,这涉及

到国家的性质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国家的行动方式等 。②

在前此的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情况调查中 ,我们注意到 , “权利意识”

构成了影响下层市民不表达或表达无效的因素之一。他们对国家有较

突出的一体化倾向 , “没办法 ,这是国家的需要 ,我们总是要服从的” 、

5

论 文 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

①

② 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 、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 、意
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国家的行为方式指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

的特有的行为方式(赵鼎新 , 2005)。

笔者相对认同资源动员理论 ,认为社会运动应被视为常态的民众表达利益 、参与政治过

程的理性方式之一 ,而非病态社会的破坏秩序的非常事件。



“国家总得为我们着想呀”等等 ,往往是他们对自己的忍受态度或表达

行动的解释 。他们的维权行动也多以相应的经济补偿为主要目的(而

在具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 ,对贫困群体施以经济利益的诱惑或威胁 ,也

是他们的博弈对手屡试不爽的惯用方法)。

另外 ,贫困群体的行动力可以被视作影响他们的表达效果的主要

因素 。城市下层的利益表达多以个体表达为主 ,即使是一些涉及区域

性 、群体性利益的纠纷(如动迁纠纷),行动者也较难展开有效的群体性

表达 。这首先是因为这些群体内部缺少相应的精英人物。具有一定动

员 组织能力的领头人的存在 ,是利益群体展开组织化行动的前提。①

与此同时 ,行动能力和可动员资源的缺乏 ,也制约了下层市民的组

织化利益表达行动。“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律师” 、“我们不认识上头的人

呀” 、“我们没有钱”等等 ,对利益表达渠道和制度利用方式的缺乏了

解 , ②以及政治资源 、经济资源 、文化资源等的匮乏 ,是贫困群体居民

表达困难 、表达无效的最直接 、最重要的原因 。

据此 ,笔者将“权利意识”和“行动力”(包括“行动能力”和“可动员

资源”)假设为在国家控制力以外影响市民行动选择 、行动效果的基本

要素 。在本研究中 ,笔者以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中的组织化

维权运动为切入点 ,来检视这些要素与市民行动选择 、运动效果的相关

性。我们假设 ,由于城市中产阶层大多接受过 80年代以来的中 、高等

教育 ,获取国内外文化信息的手段多 ,应属于公民权利意识较清晰的阶

层群体 。同时他们中也不缺乏精英人物 ,应该具备相应的行动能力 。

另外他们多拥有优势的职业地位 ,具备相应的政治 、经济 、文化资源 ,即

不缺乏必要的可动员资源。因此 ,他们的行动选择和运动效果应该与

下层市民有明显的不同。

(二)实际情况分析

本研究的经验资料部分来自媒体信息 ,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 ,

内容主要涉及广州 、北京 、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商品住宅区房产物业纠纷

中的业主组织化维权事件。近年来 ,各地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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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贫困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是街道 、居委会等基层党政部门 ,且

大部分没有什么效果。参见陈映芳 , 2003。

在我们的调查中 ,有群体表达行动成功的例子 ,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因为有领头人的存在。

参见陈映芳 ,2004b。



涉及市民的权利和经济利益 ,相关的房产物业纠纷及市民“保卫家园”

的维权行动大面积发生。但这类事件较少纸质媒体的详细报导 ,更多

的信息来源于各种网络媒体和业主论坛 。由于笔者对相关信息内容难

以一一调查核实 ,对这部分经验资料的使用只限于概貌参照和对一些

报导内容的分析 。另一部分的经验资料来自笔者的调查 ,其中本文引

用资料主要涉及上海市的四个个案 。

个案A:商品房小区动迁纠纷。该小区地处内城苏州河南 ,1997年

竣工 , 1998年入住。236家住户的业主中不乏高等法院法官 、局处级干

部 、军官 、警官 、医生 、教师 、作家 、民营企业家 、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 ,其

中部分是由单位购房而分得 ,部分为自购房。业主都拥有房产权和 70

年土地使用权。2001年 10月 ,业主被告知小区将被拆迁。业主自此开

始维权活动 ,最终失败 。2003 年 1月最后一批业主被法庭判决“强

迁” ,小区楼房随即被铲平 。目前业主的集体诉讼仍在继续 。

个案 B:新建商品房小区的会所纠纷 。该小区地处内环线内 ,2004

年8月课题组调查当时房价平均每平方米在 1万元以上。该小区业主

自入住时起 ,即与开发商和物业纠纷不断 ,内容包括业主诉房产商违约

改变小区布局 、物业账目不透明 、业主要求成立业委会而不成 ,等等 。

开始阶段主要以个人交涉为主 ,自 2003年部分业主动议要求成立业委

会以来 ,业主们开始组织化行动。2004 年春天开始 ,由于原来开发商

承诺用于商业中心和业主会所的建筑被建成了对外开放的商业性“休

闲俱乐部” ,部分业主开始正式组织维权活动 ,至今未获成功 。

个案 C:商品房小区再开发纠纷。该小区地处内城 ,是上海市最早

的外销楼盘之一 ,500多住户 ,业主国籍涉及 14个国家 、三个地区 。本

次纠纷缘起于 2003年 12月开发商公布的小区再开发方案 ,业主诉新

方案侵占了小区道路 。在各方意见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开发商强行

施工 ,遭到业主的有组织抵制 。2005年 4月区政府城管大队冲入小

区 ,对业主施以暴力 ,造成流血事件 。

个案 D:“旧城区改造”动迁纠纷 。该社区地处内城中心地带(原英

美共同租界内),以新老各式弄堂房为主 。原住居民阶层成分和职业身

份较复杂 ,部分为职员 、知识分子 、离退休人员 ,也有部分下岗职工 ,自

营业者 。自 2002年至 2004年 ,该动迁地区居民就动迁机构及相关政

府部门的不当行为 、经济补偿及回搬要求等具体问题 ,开始上访和法律

起诉 ,包括上诉中央领导 。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最后一批居民被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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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强制搬迁。

从各种经验资料来看 ,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确实显示出了不同

于城市下层的姿态和能力 ,首先 ,业主们表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 ,同

贫困群体大多是因为“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起来抗争的情形有所不

同 ,像个案 B 、个案 C ,以及不少新建小区的物业纠纷和再开发纠纷 ,其

所涉及的利益一般并不威胁到行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 ,但行动者有强

烈的权益受害感 ,并表现出了决不妥协的行动意向。另外我们还注意

到 ,行动者不仅对于自己作为“中产阶级”的身份有明确的认同 ,而且不

乏为自己的维权行动赋予特殊意义的能力:“我们是中产阶级 ,他们别

想像欺负穷人那样欺负我们” , “我们的这个事情会在历史上留下来

的” 。在一些诉讼材料和对媒体的表述中 ,一些运动团体清楚地将自己

的行动定义为“中产阶级社区的维权运动” 。

同时 ,运动团体也普遍表现出了明显强于城市下层的行动力 。 ①

首先在组织化程度方面 ,中产阶层的运动群体多具有较清晰的组织形

态。典型的如业主委员会 、维权核心小组及其外围组织(各楼负责人)、

业主网络平台等 。②行动团体内部有较规范的民主化实践 。以 B 个

案为例 ,维权小组内部并没有振臂一呼的魅力型领头人 ,主要是由一批

年轻白领组成 ,但其成员有明确的职责分工 ,定期开会 ,行动方案民主

议决 ,经费公开。 ③理性而不妥协 。他们的行动主要在法律框架之

内 ,但亦致力于拓展行动空间 。一些纠纷尽管已经有失败的结局 ,但维

权团体依然没有终止诉讼 。④动员能力。在对参与者的动员中 ,运动

群体从受害事实告知 、权利意识启发到经费募集 、活动组织等 ,都显示

了不弱的行动能力。如个案 A 的业主 、维权者曾上访近百次 ,其中 10

人以上的群访达 60 多次 , 5次上访国务院 、建设部(2003年 9月前)。

此外 ,他们对外部资源的动员也不乏成效。由于中产阶层业主与媒体

的互动能力 ,近年来不断有城市房产物业维权事件见诸纸质媒体或网

络媒体 ,并对相关城市政府形成了种种政治的 、社会的压力 。本研究的

四个个案 ,都曾通过本地报纸或外地报纸被公诸社会 ,其中 C 个案的

运动群体在遭遇城管大队的暴力冲击后 ,不仅在第一时间将流血事件

公诸网络 ,还将事件内容和图像制成彩色印刷物和光盘 ,寄往全国各大

媒体和相关党政部门 。D个案中 ,居民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出了公开

信。在上海 ,各种运动群体曾联合了数百人 ,给全国人大寄出了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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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要求修改相关法律。①与此同时 ,各地的运动团体多有与专业人士 、

知识界及各种社会力量积极互动的尝试努力 。

就运动的效果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 ,尤其是物业纠

纷 ,不乏业主胜诉的个案 。但总的来说 ,目前城市中市民以开发商为对

象的维权行动多以失败告终 ,中产阶层的法律诉讼也以败诉居多 。②

不过 ,业主维权运动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各种间接的社会效应 ,其

中尤为突出的是中产阶层的申诉行动和社会动员对城市政府所造成的

政治 社会压力 。本研究中的个案 A 、个案 C 、个案 D ,在当时都因为运

动团体与外地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互动而在全国造成了特殊的影响。尤

其是个案 D ,当时曾导致中央高层的直接干预 。近年来各地的城市开

发 、房屋拆迁进程有所减速 ,显然与业主的维权运动有关。此外 ,运动

团体已经开始将运动目标指向相关的法规制度 ,而利益受损群体的行

动化也导致知识界和一般社会开始广泛质疑城市开发政策的合法性 。

由是 ,近年来 ,自建设部到各地城市政府都在不断修订各种城市改造和

房屋动迁相关政策 ,以求缓解相应的政治 社会压力。

但是 ,我们不难注意到 ,维权运动的抗争对象与权力之间的利益关

系 ,是影响运动团体能否成功维权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在一些权力

深度介入的房产纠纷中 ,尽管运动团体能有效组织各种形式的维权活

动并造成特殊的政治影响 ,但依然难以实现相应的运动目标。在那些

政府无意退让的开发动迁纠纷中 ,权力表现出了抵制上级政治压力 、操

纵司法 、甚至冲击道义底线(如权力暴力化)的强硬态势和实际威力 。

在这里 ,行动者的权利意识 、行动力与运动效果之间 ,即使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 ,但显然 ,权力的利益背景构成了足以让前几个变量失效的另一

个更重要的变量 。

(三)一个悖论带出的问题

中产阶层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 ,使他们能够展开较有效的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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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运动 。但是 ,在调查中笔者注意到了另一些颇具意味的现象:在上

海市的几个个案中 ,运动所在小区内那些职业地位相对较高的政治 、文

化 、经济精英们 ,往往不参与 、或者是中途选择退出的业主。这一事实 ,

构成了中产阶层权利意识 、行动能力 、可动员资源与行动选择之间相关

性的否定性依据 。

以A个案为例 ,该小区内 ,居住着12名市高等法院法官 ,还有一批

律师 、警察等 ,初时曾有多人积极参与维权行动的发动和诉讼活动 ,但

是到后来 ,这些司法官员和专业人员没有一个留在诉讼团中。在 C 个

案中 ,业主中的律师也没有留在最后的运动团体中。在另外的几个个

案中 ,同样存在相似的现象:拥有可动员资源最多的居民 、业主 ,往往并

不是运动的组织 、动员者 ,甚至不参与维权行动 。如 B个案中 ,据业主

介绍 ,小区内住有不少市 、区各级党政官员 ,也有一些文化 、教育单位的

领导 、著名学者等 ,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直接参与到行动中来 。

对于这些现象 ,有的运动成员认为是成本—获益的计算关系在起

作用。如 B个案的维权领导小组成员解释说:“可能是因为很有钱的

人 ,不大在乎这些利益吧” 。一些学者也倾向于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模

型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刘玉照 ,2004)。

不过如果我们对利益受损群体内部成员的运动参与状况作一个具

体区分的话 ,可以看到以下的情况:

行动选择 职业身份 选择理由

不参加
各级政府官员 、社会 文化

名流 ,各种投资商等

“与开发商认识的”

“购房享受优惠的”

中途退出
国家“单位”系统职工 , 律

师 、银行职员等

“单位里有压力”

“政府找到我们公司了”

“怕失去从业资格”

最后坚持者
自雇佣者、年轻白领 、离退

休人员 、无职人员
“我们不怕什么”

　　这其中 ,在行动选择与选择者的职业身份之间 ,存在着两种关联:

与开发商之间互利关系的有无;职业身份的性质(对国家的依存程度)。

首先 ,在新建商品房小区中 ,部分购房者与房产开发商存在有千丝

万缕的互利关系 ,这部分业主或者曾享受优惠价 ,或者曾得到过优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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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楼盘 、楼层 、朝向等的照顾 ,有的并持续享受着各种明的 、暗的开发利

益。作为开发利益的分润者 ,这部分业主往往从一开始就选择不参与。

而在动迁地区 ,动迁公司对动迁户多采用背对背 、区别对待的方法 ,这些

人更加容易享受种种特殊的利益照顾 ,因而不会介入到维权运动中去。

另一层关联涉及到利益受损者对国家的依存程度 。在政府主导的

房地产开发运动中 ,动迁工程普遍有权力的保驾护航 。权力压制维权

运动 、钳制运动力量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对运动参与者的生活资

源 、谋生手段的掌控———通过职业团体给运动参与者施加压力 。在目

前的职业系统中 ,国家“单位制”系统 ,如政府部门 、司法部门以及直接

或间接从属于政府企 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 ,首先便可能遇到来自职业

团体的警告或劝导。而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即使独立经营或

在民营机构工作 ,但由于其职业资格的获得 持有需要相关党政部门的

认可 ,所以也不能无所顾忌 。此外 ,一些民营机构 ,虽然不属于政府系

统 ,但与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之间 ,或者存在着资源的依赖关系 ,或者存

在着利益联盟关系 ,依然需要照顾政府立场 、权力需要 ,因此也可能干

涉其从业人员以政府权力为对象的维权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政

府部门通过向运动参与者的职业团体打招呼 、施加压力等方式让运动

参与者退出运动的方法 ,多能行之有效。所以 ,在 A 、C 个案中 ,业主中

那些起初曾积极投身于运动发动的法官 、律师等 ,最后一个个都退出了

运动 。一般情况下 ,在动迁纠纷维权运动中 ,往往是离退休人员或自雇

佣者 、无职者才最可能成为坚持到最后的运动成员。而在那些权力介

入相对较少的商品房小区物业纠纷中 ,往往是上述这些人与外企 民企

的年轻白领会成为运动的核心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市民对政府权

力的依存程度 ,是决定他们行动选择倾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

三 、问题讨论

(一)国家权力系统在城市社会的重构

通过对上述种种现象的描述和分析 ,我们可以来讨论这样几个问

题:当单位制功能衰退 、市场经济兴起后 ,城市中产阶层与政府权力之

间 ,为什么依然存在那样一种足以影响甚至决定前者行动选择的依存

关系 ?城市政府是如何继续维持其对社会的控制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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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政治功能的延续和活性化。虽然随着国营 集体企业的改

制 ,单位制职业团体在城市大量减少 ,但作为城市中产阶层的主体部

分 ,党政 、教育 、医疗 、科研 、文化等部门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 ,基本上

仍然从属于“单位”系统。与此同时 ,尽管“单位”系统不再承担社会保

障等功能 ,但单位的政治功能被延续了下来 。国家及城市的各级党政

部门依然可能通过“单位”给相关职工施加政治压力 ,以使从业人员顺

应权力的意志。在我们了解的个案中 ,还不乏这样一种情况:政府有关

部门通过给“单位”系统施压 ,迫使一些单位职工劝使其非“单位”职工

的家属成员退出所在社区的维权运动。在实际的操作中 ,相关权力机

构可以通过区际间的政府合作 ,将权力伸及维权业主或其家属所在的

企业或公司 ,对运动参与者施加影响和压力。

街道 居委会系统政治功能的强化 。1980年代以前 ,街道 居委会

系统在城市的权力系统中属于单位系统的辅助性存在 。而随着 80 年

代以来单位制的萎缩和“社区”系统的建设 ,街道 居委会的政治支配功

能普遍得到加强 。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行政管理系统被调整 、充实 ,街

道 居委会基层干部的队伍也普遍实现了年轻化 、职业化 、专业化 ,街道

 居委会的可支配资源更得到扩充 。虽然居委会在法律上具有“自治组

织”的性质 ,但它同时在行政上具有街道下属机构的特性。作为国家权

力系统与城市基层社会的接合点 ,目前居委会的资源和居委会干部的

权力主要来自上级街道。① 也因此 ,在涉及政府的利益纠纷及市民的

维权运动中 ,居委会干部一般都站在政府的立场上 ,动员居民搬迁 、劝

阻群体性行动。在市民维权的都市运动中 ,居委会实际上扮演着政府

的斡旋人和站岗放哨人角色。

执政党逐步加强对非公企业 、新社会空间 、新社会群体的整合 。

1990年代以来 ,党在推进自身内部革新的同时 ,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

下加强其对社会的整合力(Lin , 2003:61-65)。一方面 ,由于政府掌握

着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 ,各种外资 、民营企业对权力有程

度不同的依赖 ,并与政府及其官员形成利益联盟关系;另一方面 ,政府

的招商引资需要与企业的法律 政治庇护需要 ,亦易使双方形成种种互

利关系 ,包括资本的权力寻租 ,以及党政部门对企业的政治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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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执政党着手新的党建工程 ,并致力于利益资源的扩充和活

用 ,以实现对新社会空间(如商业楼宇社区 、新商品房小区 、国际社区)

和新社会群体(如企业主群体 、白领群体 、海归群体 、高学历者群体等)

的政治整合。通过执政党基层组织的“全覆盖”工程 ,以及对各类经济

精英 、知识分子等的政治身份 政治地位支付(如党员身份 、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 、政治提拔)和各种利益报酬等 ,党政系统将权力渗透进新形

成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群体之中 ,正不无成功地重新建构国家对社会的

支配系统 。

政府对重要社会资源的控制。在讨论目前中国城市的国家 —社会

关系时 ,不能忽略的是 ,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如政治资源(权力来

源)、文化资源(如传媒 、出版 、教育)、经济资源(如财政支配权 、土地所

有权 、城市规划权 、项目审批权)、生活资源(如城市户口及专业资格等

的授予权)等 ,始终都直接或简单地掌握在国家 城市政府手中 。对这

些资源的掌控 ,意味着权力可以控制社会成员(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

实现地位上升的最主要的途径 。关于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途径 ,

有学者认为如今的中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系统 ,即“第三世界”(人们获

得社会地位主要靠家庭成员 、家族背景 ,或当地的干部)、“社会主义中

国”(社会地位依靠在官僚层级中的等级排列)、“新兴工业化中国”(个

人地位主要靠金钱 ,靠金钱也可购买权力)(Madsen , 2003)。这样的分

类虽然点出了 8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制度变化的一面 ,却相应淡化了国

家权力在今天城市社会的社会分层机制中依然具有的特殊作用 。

同时 ,对重要社会资源的掌控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 、国家维

持其对社会的统治支配地位的基本保证 。可以说 ,中国中产阶层对权

力的依附性实际上是后单位时期国家重构权力系统的目标所在 ,也是

制度的功能预设 。

(二)中产阶层维权运动的制度限制

关于中产阶层的政治保守倾向 ,论者多将其归因为与政府间的经

济连带关系 ,或对主流价值观及现存社会秩序的认同(周晓虹 , 2002)。

但是在本研究中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们抗衡权力的

行动有多少实际可能 ?政治理性和精英支付能力应是中产阶层的基本

特征 。当他们试图有效地抵制来自国家权力的压迫时 ,他们一般会寻

找合法的手段而尽可能避免政治风险。同时 ,组织化是他们的必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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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而且他们也善于动员社会资源来为其行动赋予相应的意义 ,并争

取可能的社会支持。这些已是目前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维权运动的较普

遍的特点 。但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的这样一些行动方式 ,是否具有相应

的合法空间 、制度支持?

(1)以法律手段维权是目前城市中产阶层主要的维权方式 。

在一些物业纠纷个案中 ,出现有业主获胜的裁决案例 ,但总的来

说 ,业主与开发商 物业之间明显呈力量不对称关系 。“在实际生活中 ,

业主的权益经常受到各种侵犯 。其深刻的原因是商品住宅区内蕴含着

复杂的利益关系 , 并在现阶段构成了资源控制和支配不对称的格局:

一极是资本 、权力 、话语 、信息 、组织的强势者(物业管理公司及与之关

联的政府有关部门等);一极是相对弱势的原子化状态的业主”(孟伟 ,

2005)。我们不难看到业主胜诉的概率与纠纷涉及的权力背景之间存

在的相关性:城市拆迁管理过程本身是相关政府部门与开发商之间的

合谋行为 ,其合谋程度与主管部门权力介入市场的直接程度有关(户

邑 、彭小兵 ,2005)。所以 ,在房产物业纠纷中 ,政府及官员的利益背景

越深 ,业主胜诉的可能性就越小 。按目前城市(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的开发政策和司法制度 ,土地 、房产的开发权属市 、区二级政府所有 ,而

司法机构在行政上亦同属二级政府党政领导。在这样一种制度框架

下 ,市民以由政府主持或有政府官员介入的房地产开发行为为目标的

抗争行动 ,要得到法院的公正裁决 ,首先就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 。不仅

如此 ,由于权力直接干预司法过程的制度上的可能 ,在这类纠纷中 ,不

乏权力运用司法力量压制市民行动 、或堵塞市民法律申诉渠道的现象

发生 。在本研究的A 、C 、D个案中 ,不仅业主中的律师迫于种种压力纷

纷退出运动 ,而且业主的群体性诉讼实际上陷入了无律师可聘 、或“聘

律师已没有意义”的境况 ,最后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都由业主维权小组成

员自己担任。

(2)自主的市民团体的合法化已构成“社会”发育的一个制度瓶颈。

对于社会运动来说 ,社会成员的组织化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

从实际情况来看 ,中产阶层市民也不缺乏组织化的能力 。但目前中国

的自组织面临种种政治边界(Brook ,1997),市民维权团体缺乏组织化的

必要的合法空间 。依照目前的制度设置 ,城市居民的社区自治组织是

居民委员会 ,物业和业主委员会是住宅区管理房产物业的合法机构 ,前

者为中介服务机构 ,后者为业主自治组织。如前所述 ,由于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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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担当着政府基层部门的职责 ,其管理人员的权力和资源也主要来

自上级街道 ,所以在居民以政府权力为对象的申诉活动中 ,居委会较难

发挥其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实际作用。而物业或者直接就是业主的申

诉对象 ,或者是开发商的共同利益人。① 所以业主们在维权活动中实

际可用以表达行动的组织框架只有业主委员会。在这之外 ,业主们的

组织化行动或者被视为“群体事件” ,或者可能被扣上“非法团体” 、“聚

众滋事”的罪名 ,具有较高的法律 政治风险 。这样的制度框架本身构

成了业主组织化表达行动的严峻条件。

而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注意到 ,在动迁纠纷频发的待开发老城区 ,

一般不存在业主委员会;在物业纠纷多发的新建商品房小区 ,业主委员

会的覆盖率亦普遍偏低。② 业主委员会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 ,且有一

些规定条件 ,开发商和物业往往会采用种种方式从中阻绕和操纵 。③

所以 ,实际上 ,在城市房产物业纠纷中 ,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依然有限 。

可是 ,业主委员会之外 ,居民 、业主 ,基本上就没有了通过组织化来维护

房产物业权益的制度支持 。

这样的制度限制所导致的市民原子化状况 ,恰恰是市民权益的侵

害者乐于看到并希望维持的。我们注意到 ,维权运动的申诉对象非常

善于抬高业主行动的法律 政治风险 ,以此阻碍市民的组织化行动 。在

本研究的 B个案中 ,业主与开发商 物业的最初争端即围绕业主委员会

的建立而起 ,据业主反映 ,开发商以种种理由阻挠业主成立委员会 ,他

们冲击业主筹建业主委员会的聚会活动的恐吓方式恰恰就是:“你们这

是非法集会!”一些开发商 、物业所以敢明目张胆 、有恃无恐地以暴力手

段冲击业主 居民的聚会 ,也与后者的组织化行动缺乏法律和公权力的

保护有关 。也正因为如此 ,匿名的网络社区在目前成了许多商品房小

区业主 居民维权的主要的组织化平台 ,这既说明了维权者具备相应的

行动能力 ,同时也说明了制度的严重缺陷。在这样的情境中 ,市民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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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各地政府的物业条例中普遍对新建商品房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有交付使用建筑面积

和物业的比例要求 ,另外对业主参加投票的比例等也有要求。由于新建小区中开发商多

掌握有一定的物业数 ,所以较易阻挠或操纵。如广州丽江花园的个案中 , 开始两届业委
员都由“大业主”(开发商推荐的候选人)以绝对票数当选 ,业主自发推荐的候选人全部落

选(李红平 、黄广明 , 2003)。

如 2005年初广州市已登记备案成立的业主委员会仅有 400 多个 ,仅占全市小区总数的

13%左右(许琛 、刘蓉 ,2005)。

商品房交付使用时 ,最初的物业由房产商物色 、确定。



子化状况已成为权力和资本共同的政治 利益需求 ,而不是市民“素

质” 、“能力”的局限所致。

(3)社会资源动员的可能与否。

社会运动的发起 ,从受害事实的确认到诉求目标的实现 、制度变革

的成功 ,需要行动者有效地动员各种社会资源 。如受害事实的建构 、确

认需要受害者的告发(及证人的出场),以及相关专业机构独立公正的

鉴定(如暴力事件中的警察 、医生鉴定 ,房产物业纠纷中专业机构的房

产估价);道德意义的建构 、道德资源的广泛动员需要知识分子和公共

传媒的介入;社会支持力量的动员需要公共传媒和各种民意代表 、市民

团体的介入。而社会运动的最后成功 ,更有赖于运动团体与执政党等

各种政治力量 、司法部门 、立法机构等的有效互动 。显然 ,在这个过程

中 ,仅靠运动团体自身拥有的资源是不够的。资源动员的可能与否 ,首

先涉及到法律 政治给定的空间 ,如相关专业机构独立鉴定的可能 、公

共知识分子自由发言的可能 、公共媒体监督职能的可能 、律师介入及司

法部门独立裁决的可能 ,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和市民团体支持行动的可

能 ,等等(参见Goodwin &Jasper , 2003)。而这些 ,在目前我国尚缺少必

要的法律的 、政治的制度保证。虽然在我们了解的中产阶层房产物业

纠纷中 ,可以看到一些运动团体较有效地动员了一些资源 ,特别是成功

地“让媒体曝了光”或“捅到了上面” 、“告到了法院” ,因而曾造成一定的

社会影响或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但是 ,总的来说 ,在这样一些资源

动员过程中 ,运动团体面临种种政治 法律风险 ,甚至会遭遇暴力威胁 。

而且 ,如果进一步分析 ,我们可以注意到 ,无论是资源动员成功还是不

成功的案例 ,真正可能决定维权运动效果的 ,依然是权力意志。几乎所

有的维权成员都认为:最后能解决问题的 ,是“上头” 。

从这样一些事实来说 ,中产阶层自身的可动员资源 ,作为中产阶层

行动力的主要部分 ,固然可以被认为是影响他们维权运动效果的重要

因素 ,但是在传媒 、司法 、专业机构等主要归政治权力控制 ,而知识分子

及其他民意代表 、社会团体 、政治力量等也较少可能介入社会运动并进

入决策过程的情况下 ,包括可动员资源在内的中产阶层的行动力与他

们维权运动的效果之间的相关性 ,是十分有限的。也因此 ,在运用西方

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时 ,我们首先需要对不同国家中“社会资源”

实际具有的“社会的”属性 ,作必要的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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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作为一个维度:对政治机会结构的讨论

政治机会结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或压制性)对社会运动的决定性

意义是资源动员理论的一个基本视角。已经有研究者指出了这一视角

对于中国城市集体行动研究的重要性:“政治机遇结构是解释中国都市

地区集体行动之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量 ,因为它代表了促进或阻

碍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环境因素”(刘

能 ,2004)。但是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 ,在研究者们运用政治机会结构

理论考察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问题时 ,存在着如何具体化 、细致化的种

种问题(Koopmans , 2004)。在考察开放的 、多元主义的政治体制与压制

性的 、总体主义的政治体制对社会运动的斗争方式 、组织形态及意识形

态等的影响外 ,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维度 ,将相关的探讨进一步

深入并加以细致化。

在本研究中 ,除了“阶层”维度外 ,我们还有必要将“城市”作为一个

基本维度 ,来检视我们的问题 。国家与城市间的关系 ,一方面涉及到一

般意义上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 ,也涉及到作为

“乡土中国”的国家与具有特殊经济 、文化地位和社会形态的城市之间

的特殊关系。国家与城市间利益的分化和立场的差异 ,对于都市运动

的行动者而言 ,有时意味着某种政治机会。近年来各地城市的市民维

权运动 ,较多地借助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来抵制城市政府的政治权威

及权力压迫 ,他们或者赴京上访 、给中央领导写信 ,或者向中央级媒体

反映情况 ,也有的拿国家的法律文本或中央的政治文件 、中央领导的讲

话精神等 ,来否定城市政策或城市官员权力的正当性。

不过 ,我们也注意到 ,一方面 ,在城市官员的权力来源与市民利益

脱节的现有政治体制下 ,中央的政治压力并不能真正改变城市的官民

关系;另一方面 ,在借助“中央”的道义政治权威方面 ,恰恰是城市贫困

阶层比城市中产阶层拥有更多的可能。那些认同于“弱势”身份 、对国

家提出“保障”“关怀”诉求的下岗工人 、贫困居民等 ,更容易从“中央精

神”中找到道义政治的支持(陈映芳 , 2004b ,特别参见其中的个案分

析)。而认同于“纳税人” “公民”身份 、以“法治” 、“财产权”等为诉求的

中产阶层市民 ,更多地却只能从宪法等法律文本 ,甚至从“外国的情况”

中去寻找相应的制度或观念的支持。也就是说 ,即使中央政府的立场

有可能给抵制城市开发政策的市民造成某种政治机会结构 ,但目前的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框架 ,能够给城市中产阶层的权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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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行动提供的政治机会是十分有限的。这样一些情况 ,是我们引用政

治机会结构理论来研究中国都市运动或其他维权运动时需要具体分析

的特殊问题。

除国家—城市关系之外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比较 ,也有利于我们认

识本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在有关中产阶层的属性 、政治倾向以及行动

能力等的讨论中 ,“东亚”维度或“中国”维度固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

的中产阶级区别于西方中产阶级的一些基本特征 ,但“城市”的维度 、城

市比较的视角 ,还可以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城市的权力结构与中

产阶层的行动条件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尚缺乏作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间

比较的相关资料 ,就笔者了解的个案情况来看 ,尽管各地城市的中产阶

层维权运动都面临法律空间过于狭窄 、政治风险过高等问题 ,但相比较

而言 ,北京和广州 、深圳等地的中产阶层维权运动的声势更为突出 ,显

性的组织化程度更高 ,维权运动的直接组织者 、参与者中也不乏法律界

人士 、政府公职人员 , ① 另外还出现了各种社会力量直接介入官民纠

纷②、政府部门—知识界—相关利益人 —社会团体等公开对话的形

式。③ 相比较而言 ,上海中产阶层维权团体的社会动员更为艰难 、更为

封闭 。对于这样一种现象 ,我们很难仅就中产阶层的属性来做出解释 。

无论是中产阶层的总体规模 、市民权利意识 ,还是他们与政府及其官员

的经济连带关系 、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行体制的认同程度 ,上海的情况

都不足以说明这个城市的中产阶层会比中国其他城市的更保守或更缺

乏行动力 。在这里 ,我们可以认为 ,是城市党政系统的权力结构及其控

制力 ,构成了中产阶层都市运动最重要的制约因素。相对而言 ,广州 、

深圳地处边陲又紧邻香港的特殊的边缘性 ,北京内部中央 —城市的多

重权力结构等 ,都可能为中产阶层的维权运动提供相应的可能条件 ,也

可能构成社会运动特殊的政治机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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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广州的公民论坛。参见《民间》(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

“木棉花开”网站(http:  www.kapok.org.cn)。

北京的一些研究机构 、NGO团体等在旧城保护运动和拆迁纠纷调解等工作中多有组织或

介入行动。

如深圳市宝安区滢水山庄业主维权行动案中 ,业主的三个维权领头人,一个是律师 、一个
是民营企业经理 ,另一个是某杂志编辑。在这一个案中 ,社区党支部支持并参与了维权

活动 ,从而使集体行动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合法性。某大学研究选举的师生还参与了票务
管理工作(孟伟 , 2005)。



四 、结　语

就一般情形来说 ,在现代城市社会 ,感受权益侵害或利益诉求无法

获得满足的市民群体 ,会组织起来抵制权力压迫或试图参与政治过程 。

市民的组织化 、行动化的努力 ,根据不同的制度条件 ,会有不同的形式

及效果 ———集合行动 、社会运动 ,或革命(参照赵鼎新 ,2005)。目前中

国城市中以市民组织化维权行动为主要内容的都市运动 ,多属于集合

行动 ,或浅层次的社会运动(介于集合行动与社会运动之间)。这种状

况一方面反映了市民及其社会尚在形成 、发育中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

律 政治制度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具有限制功能。

但是 ,就社会的 、政治的代价而言 ,作为市民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方

式 ,较之集合行动和革命 ,社会运动无疑是更为合理的形式 。如果一个

社会中具有相应的政治理性和合法行动能力的城市中产阶层也无法有

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或者权力一味地依赖法律 、政治 、甚至暴力

的限制和威胁来压制这样一些市民群体的组织化表达行动 ,那么 ,市民

就可能选择更具社会破坏性或政治风险的集合行动或革命 ,来实现自

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对这种社会发展风险的判断和预测 ,应是

我们今天研究市民组织化行动的现状及问题的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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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of Action and System Restrict:Middle class in the urban movement

Chen Yingfang　1…………………………………………………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 It was witnessed in the cities throughout China that the

emergence of middle-class citizens' organized protests had been constructed against

violations of their real estate property rights.Taking an approach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ajo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urse and results of these events and , by such analysis , illustrates changing pattern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In these organized protests ,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Chinese urban middle class has demonstrated an understanding of property rights and an

ability to act upon it , while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system that put restrictions on citizen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an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activism and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Labor Process:Dormitory labor regim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Ren Yan &Pan Yi　21………………………

Abstract: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look at a specific China' s labor regime the dormitory

labor regim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highlight a shifting paradigm in labour process theory , which

requires a theorization on spatial politics of production.What is emerging now in China is

a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that links not only to a new scale of the

economic, but a new economy of scale , in which time and space are extensively

reconfigured for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a global scale.We explore a new spatial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labour process in China at the time of its rapid incorporation into world

economy.We look into how this new spatial politics articulate the sphere of production

with the daily reproduction of labour in expropriating surplus value in the workplace.We

come to conclude that this dormitory labor regime is an outcome of the logic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the oper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s both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very specific form of a new dagong class form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We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the transnational labour

process , especially in terms of labour control and labour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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